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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化时代，顺应国家“走出去”战略，外语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国故事的语言载体，而

母语是外语教育的基点。通过深入探讨外语教育中母语文化认知的基础性作用及语言元文化能力

的培养，结果发现：深刻理解母语文化是外语文化认知的前提条件，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培养具

备中外文化平等对话能力的高质量人才。同时，面对当前多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国际格局，外

语教育亟须强化元文化能力培养。元文化能力包含“概念变体意识”“概念明晰”和“概念协商”

三大核心要素，作为对传统跨文化能力的重要补充，能够提升学习者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适应性与

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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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Foundation of Native Language Culture and Cultivation of
Metacultural Competence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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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mother  tongue  of  Chinese  is  essential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while  foreign  languages,  aligned  with  the “ Going  Global”  strategy,  serve  as  the  vehicle  for
telling China’s  story  to  the  world.  Through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native  Chinese  cultural  cogni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metacultural  competence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mother tongue cultural cognition is a prerequisite for foreign language cultural
cogni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truly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capable  of  engaging  in  equal
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Furthermore, amid the current increasingly multicultural
exchange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urgently  needs  metacultural  competence  which  comprises  three
core  elements  of “ conceptual  variation  awareness” , “ conceptual  clarity”  and “conceptual  negotiation” ,
which supplement traditional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adaptability and flexibility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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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为响应国家“引

进来”政策，外语成为中华民族在现代挑战中迎

头赶上、在文化世界格局中力争上游的重要媒介。

外语教育侧重于培养外语思维和吸收外国文化。

在此过程中，母语和母语文化是需要克服的障碍。

如今进入全球化时代，为顺应国家“走出去”战

略，外语成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读懂

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载体。此

时，母语和母语文化是外语教育的“阿基米德

点”
[1]，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1-4]。目前，学界对这

方面的探讨主要在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平行展开。

母语语言研究聚焦于外语与母语加工对比视角下

母语加工的个体差异性[5-7]，二语习得中母语及母

语概念迁移的认知策略和机制[8-10]，以及二语教学

中母语的应用和影响[11-13]。母语文化研究集中于跨

文化能力研究中关涉的中外文化对比议题，包括

生活文化（如问候、出行方式）、物质文化（如

餐饮、服饰）、精神文化（如宗教习惯、文化习

俗和价值理念），以及政治制度文化（如民主、

人权和环保意识）等等[4]。前人研究为本文考察母

语文化认知在外语教育中的重要性奠定了基础。

然而，语言并非文化中空或价值中立，文化也无

法在语言的中空中探讨，任何词汇、句子及其他

语言形式均蕴含母语使用者在感知事物与认知世

界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文化认知模式，因此，关

注母语与文化认知交互关系的母语文化认知在外

语教育中的基础地位理应受到足够重视。

此外，随着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

繁，同一种语言可以被不同的言语社团用来编码

和表达各自的文化认知。滞留在外语语言中的母

语文化认知，被称为元文化（metaculture）。保证

交际双方成功进行交流和协商元文化的能力，即

为元文化能力（metaculture competence)[14]106。元文

化能力由 Sharifian[14]106 提出，主要是以英语不再

只是英美文化“母语者”的专有特权，而是被许

多不同文化语言背景者广泛使用，表达他们的母

语文化认知的一种国际通用语言为前提。因此，

元文化能力的培养有助于消解西方语言和文化观

察视角，突显我国外语教育中母语文化主体性和

意识形态性，但目前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

本文聚焦于外语教育中母语文化认知的基础

性作用和元文化能力培养，期望学生既能更好地

学习外语，也能理解和认同中华文化，尊重多元

文化，通过语言与文化的平等对话促进与世界各

国的交流与沟通。

 一、母语文化认知的基础性作用

Wierzbicka 曾指出，一个人无法在不认识自己

母语的情况下，去学会认识他人的语言 [15]57。同

理，一个人在没有意识到自己母语中嵌入的文化

认知特征的情况下，也无法充分理解外语中嵌入

的文化认知假设和价值。外语文化认知的前提是

母语文化认知，对外语文化认知具有理性辨析的

前提是对母语文化认知的深刻洞悉。显然，唯有

区分自我－他人意识前提下的外语教育实践行为，

才能真正培养具有中外文化平等对话能力的高质

量外语人才。

 （一）母语文化认知的内涵

文化认知是文化语言学（Cultural Linguistics）

中的核心概念，指文化概念化（cultural conceptua-
lisation）及其在语言中的实现[16-17]。概念化，即形

成概念的过程，是一种基本的认知心理过程 [18]30。

人类的概念化既是个体心理现象，也是群体文化

现象。一个文化社团的群体成员在交流概念经验

时，会不断协商思维和行为的“模板”，在成员

之间的反复协商中，复杂的认知系统随时间推移

而形成。源于某种和谐一致的概念化而形成的认

知系统，便催生了文化认知①[17]3。文化认知将“文

化”视作一种认知系统，不涉及“文化”本质主

义的抽象概念，而专注于探索更动态的语言与文

化认知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

语言是文化认知的镜像[19]，是“存储”和传

达文化认知的主要机制，语言结构及其使用的许

多特征都根植于文化认知。语言中的词汇通常蕴含

着使用者看待事物的文化概念化视角，例如：“鲸
 

① 文化认知是从认知系统视角而言的，文化概念化是从认知个体

视角而言的，二者本质相似。下文阐述词汇个体时，使用“文化

概念化”；而阐述词汇或语言系统时，使用“文化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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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本不是“鱼”，“天边”中的“天”本没有

 “边”。再如，“害虫”并不天然存在于动物界，

没有一位动物学家从科学特征上给“害虫”下定

义。“害虫”一词是人根据自己遭遇麻烦和伤害

的经验所得，存在于人的认知之中，是依据人的

见解所作的规定，因而蝗虫、白蚁等动物被文化

概念化为“害虫”。词汇也是为文化建构的概念

化标签，言语社团有时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社会

目的，利用文化概念化编码并使用相应的词汇。

例如，美国时常利用词汇的文化概念化来粉饰其

强 权 政 治 和 侵 略 行 为： 别 国“虐 囚”为 torture
 （刑讯），而美国“虐囚”则是 enhanced interro-
gation techniques（强化的审讯技巧）；别国是 kid-
nap（ 绑 架 ） 人 质 ， 而 美 国 是 extraordinary  rendi-
tion（非常规转移）；拉登和曼德拉等人帮美国打

苏 联 时， 他 们 是 Freedom Fighters（ 自 由 斗 士 ），

 “9·11”恐袭事件后，他们又是 Terrorists（恐怖

分子）。美国这类“双标”构词无非是为规避词

汇蕴含的不利于国家形象的文化概念化标识。

母语文化认知，即母语使用者对母语所蕴含

的言语社团文化认知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集体文

化记忆。例如，汉语“晚餐”，根据“餐”的语

源信息：其小篆 ，左上方“ ”，既是声旁也是

形旁，表示“残骨”，右上方“ ”表示“用手

抓”， 下 半 部 分“ ”是 指“装 食 物 的 容 器”，

整体语义为“用手抓食容器中的兽肉兽骨享用”。

由此可知，该词在汉语母语者认知中被文化概念

化为：晚上有兽骨和兽肉享用的一顿丰盛餐食。

这是“晚餐”一词中凝结的母语文化认知。与“晚

餐”相对应的英语单词 supper，来源于古法语词

soper（ 晚 餐 ）， 词 根 sop-的 语 义 为“浸 泡 、 吸

水”，-er 是动词不定式词尾。该词在英语母语者

认知中被文化概念化为：把面包片浸泡在汤里，

蘸着汤汁吃的一顿晚饭。这是 supper 一词中蕴含

的母语文化认知。此汉英二词尽管在语言语义和

形式上可以对等或相互转换，但二者因根植于不

同的文化环境，而具有不同的母语文化认知。几

乎所有事物都深植于特定的文化环境。每一个词

语在表达语义的同时，亦包含母语使用者看待事

物的特定的文化概念化视角，这个视角中有立场、

有亲疏、有好恶、有褒贬。但是，词语在使用过

程中，总是以语义范畴的面貌呈现，表层具有客

观性和相对独立性，很容易被人们理性接纳。殊

不知，词汇中蕴含的文化概念化特征无时无刻不

在参与语言意义的建构，并润物细无声地侵入言

语者的思维，成为构建新词意义的文化概念化基

础，潜移默化中成为言语者的文化认知“底色”，

即母语文化认知。

 （二）母语文化认知是外语文化认知的前提

每种语言都以各自不同的文化认知方式描述

着人类经历的事物或所在的世界。外语学习的过

程，也是外语文化认知融入学习者认知思维的过

程。尤其当学习者对母语文化认知不够清晰或确

定时，很可能被外语文化认知影响。

在探索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中，我们曾付出沉

重的代价。为了在现代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力争

上游，我们将西方文化中包含科技、经济、政治、

法律、社会、哲学等多领域的人类思想的精华引

入到汉语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化高速发展的

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汉语在由古代汉语向现代

汉语的转型中也丢失了自己的文化源，而逐渐具

有了与西方语言（主要是英语）趋同的特征。例

如，现代汉语为了与西语接轨，在词汇上把汉语

中本为虚实合一和时空合一的具有动态性的思想

词汇，变成了只是实体性和空间性的仅具静态性

的思想词汇[20]。比如：“世界”这一汉语词汇，

本是指时间之“世”与空间之“界”的动态合一；

英语词汇 world，则更强调实体性和空间性；两种

语言对应后，“世界”仅强调界内的固定之物，

而忽略了界内的动态之事。同样，汉语词汇“形

象”，本是指物之实体的空间性之“形”与“形”

在时间中不断变化所得之“象”的统一，与英语

中的 image 对应后，“形象”仅突出空间实体性

之“形”而忽略了时间性之“象”
[20]。又如“道

德”，“道”为天之性，“德”为物之性，物之

德性昭示物的生长与天道的内在合一，“道德”

蕴含着普遍的天人合一文化思想，物的生命性也

得到突显[21]。然而，其与英语 morality 互动对应后，

 “道德”的深层文化涵义丢失，仅留下“人之天

性”的浅层涵义。王晓华指出，中国学人缺乏对

汉语深层文化涵义的领受，而没有深层的“语言

游戏”，汉语的内在力量无法进一步得到呈现和

生长。这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进入全球化时代的

自主理论创新和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22]，而且

当西方主导的世界文化在与新出现的世界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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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内容适应性上出现问题而坠入迷茫之时，中

国思想也随之坠入迷茫。这里所谓深层的“语言

游戏”是指对母语文化认知的深层理解。

我们再来看作为世界语言的英语及其文化认

知。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英语的全球传播，目前全

球有大约 20 亿人使用英语，英语在 70 多个国家

和地区担任官方语言。许多社区的言语者将英语

本土化，用英语来编码和表达该言语社团的群体

文化认知，这一过程被称为语言的全球本土化

 （glocalisation） [23]。英语也因此被称为“全球英

语”（ global  Englishes)、“ 国 际 英 语 ”（ interna-
tional  English）、“世 界 英 语”（ world  Englishes)、
 “ 标 准 英 语 ” (standard  English)  和 “ 通 用 语 ”

 （lingua franca) 等。那么，英语是否真的已经成为

文化中立或文化中空的语言媒介了呢？显然不是。

Wierzbicka 指出，英语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世界

 （ a  cultural  world  of  its  own）， 其 中 盎 格 鲁 英 语

 （Anglo English）的文化核心就是其最基础的文化

元素，也是不同英语变体具有的可辨认的共享文

化核心[15]66。香港中文大学 Parker 教授曾在其就职

演讲中告诫我们，必须警惕“英语具有文化中立

性”这一观点中存在的种族中心主义危险。西方

现代性（western modernity）具有悠久的历史，通

过使用源自启蒙运动的词汇，试图将自身的发展

模式推论性地构建（discursively constructing）为

人类未来发展的范本。我们务必认清西方现代性

不是一种普遍命运（universal destiny)，而是一种

特定的历史形式，它拥有繁复的过去传统。我们

尤其需警惕那些彰显传统内在本质的、脱离理性

且具有普世性的词汇。我们可以使用这些词汇，

但不能被它们所利用；我们需要充分理解这些词

汇背后的历史，认清这些词汇所隐含的“传统内

容”中的文化史实[24]。

如何才能“理解”和“认清”呢？本文认为，

只有深深扎根于母语，“立中观西”，透视汉英

词汇文化认知图景的共相和殊相，才能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正如杨枫所指出的，如果外语教育不

突显国家意识，让我们拥抱西方而不知西方为何

物，鄙视传统却不了解中国文化底蕴，培养出来

的学生就会成为文化上失根的兰花或漂泊的浮萍，

用自己的嘴说别人的“话”，在西方文化的鼓噪

中乖乖投降[25]。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26]。只有外语

教育坚守自己母语文化认知的家园，我们才有能

力客观、思辨地对待外语文化认知，才能培养学

生发展和具备说“全球话”的思维，从而构建兼

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话语体系，更好地对外讲好

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三）母语文化认知促进中外文化平等对话

文化对话，是指不同文化及其承载者之间的

交流互鉴，是其中一种文化及其价值观为另一种

文化共同体理解、接受与共享的过程及结果的总

和[27]。文化对话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征

服或拯救，而是文化上的平等和尊重 [28]。文化对

话的前提是要承认文化之间存在差异性。平等文

化对话是在区分自我母语文化认知与他人语言文

化认知的基础上，从对母语文化认知和外语文化

认知的不可通约性的敬畏开始的对话。

语言本是为本族人的沟通而创造和发展的，

具有言语群体认知的文化性。语言的这种文化性

本质上是屏蔽他者文化的。语言的差异是判断文

化异己的唯一标准。同时，语言又是不同言语社

团沟通和交流的工具，不同语言之间的可译性给

人类造成文化具有普遍性和可通约性的幻觉。迄

今为止，在西方语言学语境下，我国现代语言学

的很多基本范畴，均是对中西文化表层的通约性

和工具性的浅层理解。几乎没有一位西方语言学

者，没有一种西方语言学理论能够理解，汉语中

的“字”“句”“文法”和英语中的 word、 sen-
tence 、grammar 是不可通约的“平行宇宙”。例

如，英语中的 universal grammar，universal 中的前

缀 uni-指“唯一一个”，词根 -verse-指“转动”，

-al 是其形容词后缀，该词的词源意义是指“唯一

转动的（事物）”。由此可推知，universal gram-
mar 是指“唯一（正确、规范）的语法”，其中

隐含着排他性和普世性的文化概念化视角。汉语

将其翻译为“普遍语法”。“普遍”一词掩盖了

universal 的本义，也引导汉语语言学家在语法研

究中试图寻找世界语言（尤其是英语）中普遍存

在的语法形式。二者看似站在同一个起点，实则

是在两条不同的跑道上奔跑，最终的目标也很难

和谐统一在一个终点上。又如：在国际政治舞台

上，我国一直主张“多边主义”，即主张世界各

国相互尊重、加强合作，反对一意孤行；美国在

特朗普执政时期主要坚持“单边主义”，而拜登

政府重拾 multilateralism（多边主义）大旗。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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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边主义”和英语 multilateralism 在字面上看不

出差别，似乎具有可通约性。随着美国以共同价

值观串联和领导盟友围堵中国，我们才明白美国

所谓 multilateralism，是美国主宰的“多边”，其

实质依然是“单边主义”。该英语词汇背后隐含

着的是与汉语词汇不同视角的博弈和利益的盘算。

因此，在英语教学中，师生对英语语言中蕴含的

文化认知特征必须深入理解，不可只作汉英语言

的表层对应。

查明建指出，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不仅

是强调中国文化走出去，更要强调中国文化走进

去，而走进去的前提是增强文化对话意识，对话

的前提是要熟稔并站稳自己的文化立场，在语言

文化认知层面搭建文化对话、平等沟通的平台[29 ]。

例如：当我们讲述关汉卿时，会称其为“中国的

莎士比亚”；介绍孙中山时，称他为“中国的华

盛顿”；论及梁山伯与祝英台时，称他们为“中

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的表述方法虽然搭

建了与西方文化沟通的平台，但内里则蕴含了从

西方文化看中国文化的西方视角，映显的是西方

文化认知的肌理。这显然不是中西文化平等对话

的平台。平等对话需要我们既能从西方文化看东

方文化，也能从东方文化看西方文化。以汉语文

化认知为基础，我们可以称希腊历史学家“希罗

多德”为“希腊的司马迁”，记载耶稣言行的《新

约圣经》是“以色列的《论语》”，歌剧是“西

方戏曲”等等。

中国外语教育必须首先培养学生对自己母语

文化认知具有充分的理解、体认和热爱。只有谙

习自己的语言文化认知，我们才能自信自如地阐

述和协商，才能在对母语文化认知与外语文化认

知作深度对比的前提下，有意识并有能力开展真

正的中外文化平等对话。

 二、元文化能力的培养

在一种语言内部，语言与文化认知具有镜像

关系。但是，当同一种语言被不同的言语社团用

来编码和表达各自的文化认知时，便会产生不同

的元文化特征。交际双方如何通过协商和理解元

文化差异，保证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元文化

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元文化能力的三要素

全球化世界的人际交流日益复杂，语言交际

不仅涉及母语者和非母语者，也可能涉及非母语

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同一种语言可能承载不同

的文化概念变体。元文化能力最重要的因素是概

念变体意识（conceptual  variation awareness），即

交际双方能够敏锐地意识到同一种语言被不同母

语者使用时常蕴含不同的文化概念化特征[14]105。孙

吉胜提到，俄语单词Дом和英语单词 house 均表示

 “房子”，但本质上二者的文化概念化视角不尽

相同。前者指几个公寓组合在一起，可以有多个

入口；后者指一家人居住，通常只有一个入口。

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和西方国家领导人均用

 “房子”来形容欧洲的安全格局，戈尔巴乔夫强

调的是东西方可以继续保留自己国家的特点，而

西方国家理解为苏联要把整个欧洲都纳入到自己

的体系内[30]。可见，当两种不同的文化概念变体

出现在同一种语言中时，跨文化交际就可能导致

误解，甚至产生冲突。所以，外语学习者首先必

须保持敏锐的概念变体意识。

其次，外语学习者可利用“概念明晰”（con-
ceptual  explication） 和“概 念 协 商”（ conceptual
negotiation）策略沟通和理解不同的文化概念及其

变体。“概念明晰”策略，即有意识地阐释清楚

言语对象可能不熟悉的文化概念化特征；“概念

协商”策略，即言语者意识到可能在某种语言表

达和使用背后存在更多难以理解的文化概念化视

角时，言语者可以通过协商、再协商，不断培养

对方对文化概念化的兴趣，从而保证跨文化交际

活动顺利进行，并获得元文化能力[14]106。仍以“晚

餐”和 supper 为例。汉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在

日常交流中均使用了 supper 一词，前者可能受“晚

餐”一词的母语文化认知滞留影响，认为 supper
指“丰盛的晚餐”，而后者认为 supper 即“简单

的餐食”，若后者邀请前者 have supper，当前者

表现出失望情绪时，后者可能全然不知。但若汉

英母语者均具有敏锐的文化概念变体意识，并通

过“概念明晰”和“概念协商”策略化解和跨越

此类交际障碍，最终可达到相互理解和平等交流。

 （二）元文化能力与外语教育的结合

在外语教育过程中，元文化能力呈现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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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语学习阶段：目的语输入过程中，元文化能

力表现为将目的语元文化与母语元文化进行对比

辨析、理性认知和批判吸收的能力；在目的语输

出过程中，元文化能力表现为敏锐的概念变体意

识，意识到目的语既存有母语文化概念变体的随

同输出，也存有目的语隐匿的文化概念变体，两

种概念变体通常具有差异性，这是跨文化交际遭

遇困境的关键。解决这种困境需要交际双方有意

识地运用“概念明晰”和“概念协商”策略。

外语教育中的元文化能力培养，有助于外语

教师和学生对文化的认识转变：学习者对自己的

母语和母语文化认知角色，从由于“干扰”导致

的“问题”转变为一种可以自然“转移”到外语

学习和使用中的“资源”。换言之，母语和母语

文化认知的地位从负担和消极的“包袱”转变为

语言和文化遗产及其身份的“徽章”
[31]。这种转

变与上文论述的我国外语教育应以母语文化认知

为基础的观点是一致的，并支撑着外语教育目标

的转变：从培养“母语或接近母语”的外语使用

者转向培养和指导在多语言、多文化交流背景下

有效和战略性地跨语言、跨文化使用外语的“用

户”。跨文化能力研究强调文化的差异与不同，

文化因素被视为影响交际成功的障碍，在外语学

习过程中，此障碍主要来自母语文化；元文化能

力研究考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者在互动时

的语言使用，注重描述不同语言文化认知的相互

沟通和平等对话，文化差异被视为可利用资源。

后者是对前者的有益补充。

 三、结语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外语教育侧重培

养具有外语思维和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国际化人才，

取得了不可估量的重大成就，但同时也忽视了母

语文化认知和元文化能力在外语教育中的基础地

位和重要作用。本文指出：母语文化认知是外语

文化认知的基础；唯有坚守汉语母语文化认知，

我们才有能力客观、思辨、理性地对待外语文化

认知；唯有在区分自我母语文化认知和他人语言

文化认知的基础上，从对二者的不可通约性的敬

畏开始，才能真正促进中外文化平等对话。随着

多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元文化能力培养在外

语教育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外语学习者需要拥

有足够的“概念变体意识”，学会运用“概念明

析”和“概念协商”策略达成交际对方的协商与

再协商，保证跨文化交际活动顺利完成，从而获

得元文化能力。元文化能力培养是对传统跨文化

能力培养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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